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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碳排放权交易已在多个试点地区实施多年，利用建模分析方法，探讨碳排放权交易对地区工业碳锁定程度的影响。采集中国30个省市2010-2016年面板数据，计算工业碳锁定系数，依此测算工业碳锁定程度，并运用双重差分法（DID）和空间计量-双重差分法（SDID）加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能够有效减轻本地区工业碳锁定程度，且我国工业碳锁定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碳排放权交易在某一地区的实施，同样可减轻其相邻地区工业碳锁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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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carbon trading reduce carbon lock-in in China's industry?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DID and SDID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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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has been implemented in many pilot areas for many years. The paper uses the method of modeling analysis, and explores the impacts of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on regional industrial carbon lock-in. The panel data from 2010 to 2016 of 30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in China are collected to calculate the industrial carbon lock-in coefficient, and the degree of industrial carbon lock-in. The double difference method and spatial measurement-double difference method are used to research the degree of industrial carbon lock-in. The results show that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can reduce effectively the degree of industrial carbon lock-in about one region, and there is a significant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in industrial carbon lock-in in China. The implementation of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in a certain region can also reduce the degree of industrial carbon lock-in with its adjacent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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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政府对于环境污染治理方面出台了多项政策，也取得了良好成效。但目前来看，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碳基能源这一问题仍难以解决。碳基能源的消费所引致的碳锁定问题，造成了气候变暖、雾霾天气频发等问题，严重阻碍我国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步伐。而作为能源消费的主力，我国工业的发展加剧了经济结构的重型化，导致对化石能源消耗的路径依赖，由此造成了大量C02排放，加剧了我国工业碳锁定程度。在此时代背景下，2013年，国家发改委批准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以及深圳等地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参与这些地区碳排放权交易的主体绝大部分为工业企业，而该类企业在过去几十年一直存在高污染现象。基于此，本文将研究对象聚焦于工业部门，探究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对各地区工业碳锁定程度的影响。 
1 文献综述
如何因地制宜，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环境治理政策，这是学术界一直以来的话题。关于环境规制的两种不同观点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其中，“遵循成本学说”认为环境规制不利于生产部门提高其竞争力和生产率；而“波特假说”则认为环境规制可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1-4]。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立的前提假设是，碳排放权交易会引导企业转变发展方式，引导投资趋向于低碳领域，推动低碳技术的开发、推广与应用，促进低碳产业的发展 [5]。因此，研究碳排放权交易对于环境治理所产生的效应变得尤为重要。
学术界关于碳排放权交易和碳锁定的研究已经比较丰富，但是探究两者关系的文献较少，纵观已有的文献，对于碳排放权交易的研究，可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关于碳排放权交易价格影响因素的分析， Christiansen等[6]发现市场碳排放权配额需求与宏观经济运行周期存在一定关系，上行周期内，繁荣的工业扩大了碳排放配额需求，导致配额价格上升，反之则下降；第二类是对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设计和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运行状况的研究，如Cheng等[7]提出中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应该考虑交易主体潜在减排能力和合作能力；第三类是碳排放权交易实施效果的研究，如黄志平[8]研究了碳排放权交易对碳减排的影响。对于碳锁定的研究，同样可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碳锁定形成的机制研究，如李宏伟[9]认为经过市场化、制度化和社会嵌入三个阶段，碳基技术体制逐渐形成，并相继形成技术锁定、制度锁定、系统锁定和社会锁定，最终导致碳锁定的出现；第二类是对不同行业碳锁定状态的研究，如蔡海亚[10]运用脱钩理论和投入产出法，分析了中国碳排放的锁定状态以及各产业部门碳锁定的演变特征；第三类是碳锁定的影响因素研究，如徐盈之[11]利用空间自回归模型，探究了众多因素对于碳锁定程度的影响。
基于对已有文献的总结和梳理，发现对于碳排放权交易和碳锁定的研究大多以区域为研究对象，而我国工业部门是CO2排放的重要源头，且工业部门是碳排放权交易的主体[12]，因此，对于工业碳锁定以及碳排放权交易对工业碳锁定程度的影响研究成为不可或缺的重点，其直接关系到实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必要性。而目前关于此方面的研究尚存在不足，极少有文献研究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对碳锁定程度的影响，对工业碳锁定程度影响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因此，本文采用双重差分这一准自然实验方法来研究试点省市实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以来，工业碳锁定程度的变动情况。采集2010-2016年面板数据，计算我国各地区工业碳锁定系数，测度各地区工业碳锁定程度，并运用DID方法探究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影响效应。此外，本文还增加了扩展性检验，运用SDID方法探究实施碳排放权交易地区对其邻近地区工业碳锁定的影响效应。
2 冲击机制与研究假说
当今社会，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对环境资源造成的负外部性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和不可调和，碳锁定问题进而随之出现。在环境资本和负外部性的推动下，以发展环境资源交易为核心的金融创新不可避免，也就是说通过市场机制和制度创新，环境资源的价值得以发现，并成为要素化的环境资本[13]。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环境规制虽然能为环境保护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却无法避免额外增加企业成本、降低企业国际竞争力、阻碍经济增长等负面影响[14]。与之相背的是，Porter[3]认为适度的环境规制可以提高企业实施创新活动的积极性，以促进企业生产率和竞争力的提高，企业通过创新所带来的成本减少量可以部分抵消或全部抵消环境规制给企业带来的成本增加量。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下，工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技术创新滞后、环保意识不强、投资效率低下、学习效应不足等问题，政府则存在制度创新不足；这些问题阻碍了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使得地区能源消费锁定在以碳基能源为基础的发展路径上，进而形成地区工业碳锁定，造成环境恶化。
碳排放权交易作为一种环境规制工具，可以对地区工业碳锁定形成冲击，使得这些地区加速向低碳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但碳排放权交易是否能够减轻地区工业碳锁定程度?实施碳排放权交易的地区，能否减轻其邻近地区工业碳锁定程度？据以上提出的问题，本文给出以下假设：
假设1：碳排放权交易机制能够有效降低地区工业碳锁定程度。
假设2：我国工业碳锁定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能够有效减轻邻近地区的工业碳锁定程度。碳排放权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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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碳排放权交易对工业碳锁定的冲击机制
3  研究设计
3.1 模型构建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将碳排放权交易作为外生事件来进行准自然实验[15]，进一步研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行对于中国工业碳锁定程度的影响效应，从而根据结果为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提供政策建议。双重差分法（DID）作为众多政策评估方法中的一种，通过设置控制组和处理组来评估政策实施的净效应，该方法可以有效减少内生性问题[16]，因此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来考察碳排放权交易对地区工业碳锁定的影响。中国实行碳排放权交易的省市分别为：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和深圳，由于深圳同属广东省，故将深圳合并到广东省。因此本文设置处理组为：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和广东等省份的工业碳锁定程度。其余非试点省份（除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工业碳锁定程度作为对照组。试点地区多数在2014年以后开始实施碳排放权交易，因此本文将2014年之前作为非试点期，2014年之后作为试点期。基于此，本文构建以下双重差分计量模型：
 
其中，INSCOit代表i省第t年的工业碳锁定程度,为使得数据更能直观的显示工业碳锁定的波动，故对该指标进行对数化处理。Ctra为时间虚拟变量，地区实施碳排放权交易之前Ctra=0，实施后Ctra=1。为Ctra的回归系数，其度量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对地区工业碳锁定程度的影响。为控制变量，本文对控制变量也进行了相应对数化处理。为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和分别为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为扰动项。
3.2 变量定义与数据说明
地区工业碳锁定程度的核算方面，采用以下模型：            

式中，INSCOi代表i地区工业碳锁定程度，ICEi代表i地区工业碳排放量，ICAi代表i地区工业碳汇量。
对于工业碳锁定程度的计算，本文的思路是，首先计算地区总碳排放量与地区工业碳排放量，再根据地区工业碳排放所占地区总碳排放的比重来衡量工业所占有的碳汇量比重。然后结合计算的工业碳排放和工业碳汇量计算各地区工业碳锁定程度。
工业碳排放量的核算方面，本文选取原煤、洗精煤、其他洗煤、焦炭、焦炉煤气、其他煤气、原油、汽油、柴油、燃料油、液化石油气、天然气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生产消费的主要能源。化石能源的CO2排放系数主要参考IPCC提出的公式进行计算，根据计算得出的碳排放系数，可以得到各省市工业碳排放。
工业碳汇量的核算方面，首先计算各地区的碳汇量，再根据工业所占有的碳汇量比重来计算各地区工业碳汇量。根据谢鸿宇等[17]对IPCC报告中生态系统循环的分析，森林和草地产生了主要的碳汇，二者合计约占93%。虽然农作物也可通过光合作用固定碳，但其从生长到收割完成了从固定碳到排放碳的完整碳循环，因而不考虑其吸收的CO2。 
   
                     
式中，CAi代表i地区碳汇量；Aeraf和Aerag分别为i地区森林和草地面积；NEPf和NEPg分别为森林和草地的碳吸收量，此处采用谢鸿宇等[17]的研究结果，分别为3.810 t/hm2和0.950 t/hm2。代表地区工业碳汇量，代表地区工业碳排放量占对应省市总体碳排放量的比重。相关土地利用情况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1-2017）》，由于西藏、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数据缺失，因此计算时不包含这些地区。
3.3控制变量
本文参考以往对于碳锁定的研究，为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加入了控制变量：（1）经济发展水平(Pgdp)，一般认为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治理成倒“U”型关系，也就是EKC曲线，本文用人均GDP表示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2）外商直接投资（Fdi），学术界存在“污染光环”和“污染天堂”两种假说，“污染光环”假说认为Fdi可以提高环境质量，“污染天堂”假说认为Fdi会造成环境质量恶化，本文采用Fdi占GDP比重来表示对外开放程度；（3）工业化水平（Ind），一般认为二产比例越高，碳锁定程度越高，本文采用第二产业占GDP比重来表示工业化水平；（4）城镇化水平（Ur），随着地区城镇化的不断扩张，经济发展会产生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使得能源消费增加，碳排放量增大，本文用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表征；（5）地区建设水平（Trans），地区建设过程中会使用大量的水泥，因此，地区碳锁定除考虑化石能源燃烧之外,还要考虑水泥生产过程中碳酸钙分解的因素，其同样会进一步加深碳锁定程度,本文用单位面积水泥生产量来表征。（6）地区创新能力（Inn），一方面，技术创新既可以降低单位能源的CO2排放量，又可以通过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来减少CO2排放，减缓碳锁定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另一方面，绿色技术创新可以为实现碳脱钩提供保证，从根源上实现碳解锁,本文用各地区专利申请授权量来表征；（7）环境规制（Sfzc），合理有效的环境规制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向绿色化、低碳化、高效化发展，加速地区企业构建绿色生态产业链，从而实现地区工业碳脱钩，本文借鉴蔡海亚等[18]的做法，用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与  比值来表征。
表1 变量测量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代码
	变量测量

	因变量
	地区碳锁定程度
	INSCO
	（工业碳锁定程度-工业碳汇量）/工业碳汇量

	自变量
	碳排放权交易
	Ctra
	虚拟变量，某一地区某一时间开始实施碳排放权交易，则Ctra=1，否则，Ctra=0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Pgdp
	人均GDP取对数

	
	外商直接投资
	Fdi
	Fdi占GDP比重，取对数

	
	工业化水平
	Ind
	第二产业/GDP

	
	城镇化水平
	Ur
	城镇人口/总人口，取对数

	
	建设水平
	Trans
	单位面积水泥生产量取对数

	
	创新能力
	Inn
	专利申请授权量取对数

	
	环境规制
	Sfzc
	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GDP，取对数


3.4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11-2017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在回归分析前，对部分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并进行描述性统计，如表2，文中样本数据包括2011-2017年中国30个省市的观察记录，样本容量为360个，由于西藏、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数据缺失，故将之排除在外。
表2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INSCO
	210
	2.495
	1.628
	-3.392
	6.991

	Crta
	210
	0.086
	0.281
	0
	1

	lnpgdp
	210
	10.657
	0.444
	9.482
	11.680

	lnfdi
	210
	-2.392
	1.973
	-9.880
	0.191

	ind
	210
	0.465
	0.082
	0.193
	0.590

	lnur
	210
	-0.613
	0.217
	-1.084
	-0.110

	lntrans
	210
	8.884
	0.781
	6.758
	9.957

	lninn
	210
	9.683
	1.474
	5．576
	12.506

	lnsfzc
	210
	-6.884
	0.752
	-9.606
	-4.613


4 实证结果
4.1 平稳趋势检验
本文采用DID方法估计碳排放权交易实行对地区碳锁定程度的影响，但是使用DID方法的一个前提假设是：如果不存在碳排放权交易的外部冲击，未实行碳排放权交易的地区和实行碳排放权交易的地区工业碳锁定程度的发展趋势应该是平行的，并不会随时间发生系统性差异[19]。故本文先进行平稳性趋势检验。参照以往文献的做法，刻画出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对比图，以此来验证碳排放权交易实行前后的地区工业碳锁定的变化趋势。从图2中可以看出，实行碳排放权交易地区的工业碳锁定程度明显高于未实行碳排放权交易地区的工业碳锁定程度，并且也可以看出，在2014年未实行碳排放权交易之前，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工业碳锁定程度基本呈现平行趋势，故满足使用DID的前提条件。
[image: ]图2 处理组和控制组地区工业碳锁定程度变化趋势
4.2回归结果
本文利用DID方法检验碳排放权交易实施的效应，具体结果见表3。表中模型1和模型2是碳排放权交易对地区工业碳锁定程度的影响效应，模型1为没有加入控制变量的结果，模型2为加入控制变量的结果。可以看出，考虑了其他影响因素后，本文重点关注的政策虚拟变量仍显著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地区工业碳锁定程度。相比未实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地区，实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地区工业碳锁定程度降低17.500%，该结果验证了假设1。
表3  DID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Ctra
	-0.121**
(0.058)
	-0.175***
(0.065)

	控制变量
	No
	Yes

	个体效应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常数项
	2.303***
(0.031)
	-13.747***
(4.851)

	观测值
	210
	210

	R2
	0.312
	0.366


注：*、**、***分别代表10%、5%、1%的水平上显著；（）代表标准误.
4.3 我国工业碳锁定的空间溢出效应检验
    为对工业碳锁定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全面考察，分别采用ESDA中的全局自相关和局部自相关进行分析。全局莫兰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n为中国30个省市，Wij为空间权重矩阵（设置空间权重矩阵为地理邻接矩阵），和分别为各地区第i年的工业碳锁定程度和2010-2016年各地区工业碳锁定程度的均值。检验结果如表4，各年份 Moran's I 均显著为正，且通过5%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地区工业碳锁定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从时间段上来看，碳锁定程度的Moran's I 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这表明地区工业碳锁定程度的空间相关性在增强，本地区工业碳锁定程度对邻近地区工业碳锁定程度的影响在上升，该结果验证了假设2中我国工业碳锁定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表4 全局自相关结果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Moran's I
	0.379
	0.384
	0.386
	0.384
	0.390
	0.390
	0.386

	P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全域空间自相关反应的是空间变量整体的空间状态，但可能忽略局部地区的典型特征[20]，因此增加局部莫兰指数的分析，局部莫兰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Ii为正，意味着高工业碳锁定地区被高工业碳锁定地区包围(高－高型)或低工业碳锁定地区被低工业碳锁定地区包围(低－低型)；Ii为负，则表示低工业碳锁定地区被高工业碳锁定地区包围(低－高型)或高工业碳锁定地区被低工业碳锁定地区包围 (高－低型)。由表5可以看出，2010-2016年间，高-高型工业碳锁定区域包括天津、上海、江苏，2012年后，山东进入高-高型工业碳锁定行列，并且持续至今。北京、河北、浙江始终处于低-高型工业碳锁定行列，其他地区处于低-低型工业碳锁定状态。总体来看，2010-2016年，我国工业碳锁定局部状态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表5 局部自相关结果
	年份
	2010
	2012
	2014
	2016

	北京
	低-高
	低-高
	低-高
	低-高

	天津
	高-高
	高-高
	高-高
	高-高

	河北
	低-高
	低-高
	低-高
	低-高

	山西
	低-低
	低-低
	低-低
	低-低

	内蒙古
	低-低
	低-低
	低-低
	低-低

	辽宁
	低-低
	低-低
	低-低
	低-低

	吉林
	低-低
	低-低
	低-低
	低-低

	黑龙江
	低-低
	低-低
	低-低
	低-低

	上海
	高-高
	高-高
	高-高
	高-高

	江苏
	高-高
	高-高
	高-高
	高-高

	浙江
	低-高
	低-高
	低-高
	低-高

	安徽
	低-低
	低-低
	低-低
	低-低

	福建
	低-低
	低-低
	低-低
	低-低

	江西
	低-低
	低-低
	低-低
	低-低

	山东
	低-高
	高-高
	高-高
	高-高

	河南
	低-低
	低-低
	低-低
	低-低

	湖北
	低-低
	低-低
	低-低
	低-低

	湖南
	低-低
	低-低
	低-低
	低-低

	广东
	低-低
	低-低
	低-低
	低-低

	广西
	低-低
	低-低
	低-低
	低-低

	海南
	低-低
	低-低
	低-低
	低-低

	重庆
	低-低
	低-低
	低-低
	低-低

	四川
	低-低
	低-低
	低-低
	低-低

	贵州
	低-低
	低-低
	低-低
	低-低

	云南
	低-低
	低-低
	低-低
	低-低

	陕西
	低-低
	低-低
	低-低
	低-低

	甘肃
	低-低
	低-低
	低-低
	低-低

	青海
	低-低
	低-低
	低-低
	低-低

	宁夏
	低-低
	低-低
	低-低
	低-低

	新疆
	低-低
	低-低
	低-低
	低-低


注：由于篇幅有限，故只报告2010、2012、2014、2016等四年结果。
4.4 拓展性检验
尽管双重差分在理论上是准自然实验，但是在实际回归过程中可能会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为解决此问题，本文建立双重差分-空间计量方法，进行扩展性检验。基于此，将基准模型设定为：
    	    
  
式中,INSCO表示地区工业碳锁定程度；Ctra为时间虚拟变量，地区实施碳排放权交易之前Ctra=0，实施后Ctra=1；X表示控制变量；i表示观测样本；t表示年份；ρ表示空间滞后系数；λ为空间误差系数；w为空间权重矩阵（取用地理邻接矩阵）；α代表时间虚拟变量系数；δ为控制变量回归系数；βi、γt、εit分别表示空间效应和时间效应以及随机扰动项。
如表6，从LM检验结果可以看出，LM-ERROR的p值小于0.050，而LM-LAG的p值大于0.05，故结果接受了使用双重差分-空间误差模型的原假设，因此本文认为，按照双重差分空间误差模型和双重差分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分析更为合理。表中，模型3、模型4为双重差分-空间误差模型，模型5、模型6为双重差分-空间杜宾模型。模型3为没有加入控制变量的结果，模型4为加入控制变量的结果，可以看出，考虑了其他影响因素后，Ctra依然显著为负，故实施碳排放权交易能够有效减轻地区工业碳锁定程度；观察模型5及模型6，加入控制变量后，Ctra由不显著变为显著为负，这表明存在一些影响因素使得双重差分空间杜宾模型的估计结果存在偏误；模型6的结果表明，实施碳排放权交易同样可以降低地区工业碳锁定程度；从SDID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其基本印证了表3双向固定效应DID的结果，故表明回归估计稳健。
碳排放权交易（Ctra）对地区工业碳锁定程度的影响又可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Ctra对本地工业碳锁定程度的影响称为直接效应，Ctra对相邻地区工业碳锁定程度的影响称为间接效应。观察模型5中Ctra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其估计系数皆为负，这表明实施碳排放权交易不仅可以降低本地区的工业碳锁定程度，同样可以降低其相邻地区的工业碳锁定程度，故结果验证了假设2中碳排放权交易机制能够有效减轻邻近地区的工业碳锁定程度的假设。 









表6  双重差分空间计量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Ctra
	-0.100*
(0.052)
	-0.178***
(0.058)
	-0.064
(0.063)
	-0.182**
(0.075)

	W* Ctra
	
	
	-0.107
(0.139)
	0.285*
(0.169)

	
	0.356***
(0.091)
	0.325***
(0.100)
	0.348***
(0.092)
	0.246**
(0.103)

	常数项
	0.018***
(0.002)
	0.017***
(0.002)
	0.018***
(0.002)
	0.016***
(0.002)

	Ctra直接效应
	
	
	-0.108**
(0.052)
	

	Ctra间接效应
	
	
	-0.166
(0.150)
	

	控制变量
	No
	Yes
	No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空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LM-ERROR（p值）
	0.0038

	LM-LAG
（p值）
	0.4656

	观测值
	210
	210
	210
	210

	R2
	0.077
	0.513
	0.079
	0.296


注：*、**、***分别代表10%、5%、1%的水平上显著；（）代表标准误.
5 结果讨论与启示
以上结果已经表明，实施碳排放权交易不仅可以减轻本地区工业碳锁定程度，还能一定程度上减轻其邻近地区工业碳锁定程度，我国工业碳锁定存在明显空间溢出效应。其背后的机理是，实行该机制能够增强企业自身环保意识与环保创新能力，同时也可间接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实质上是增强了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倒逼企业从事技术创新的波特效应，从而真正意义上实现本地区碳锁定程度的降低；未实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地区的企业会产生空间自选择效应，不同地理邻近未实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地区会参与逐底竞争的环境规制互动，随着这些未实施该机制地区的环境规制水平的不断提高，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也进一步加大，由于这些地区企业通过创新带来的成本减少量无法弥补环境规制水平提高所带来的企业成本增加量，因此，一些本可以通过创新降低环境治理成本的企业最终选择迁移到实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地区，使得未实施碳排放权交易地区工业碳锁定程度有所减轻，其实质是削弱了环境规制倒逼企业从事技术创新的波特效应[21]。
基于文中的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建议：（1）碳排放权交易能够有效减轻地区工业碳锁定程度，故政府应全面有序推动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建立高效运行的碳市场。（2）碳排放权交易在有效减轻邻近地区工业碳锁定程度的同时，也带来了其邻近地区企业空间自选择效应，一些企业会因无力承受过高的环境规制成本而选择迁移，因此，地方政府应该加强互动，平衡各地区之间的环境规制水平，环境规制水平不一定越严格就越有效，要松弛有度，促进本地区企业的健康发展。（3）碳排放权交易能够间接增强企业的低碳环保意识，政府应加强碳解锁技术创新的政策引导，辅助企业进行低碳技术创新的开发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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